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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唐代税收体系和结构的发展变化

刘玉峰

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�山东 济南�250100）
摘　要：以德宗建中元年租庸调制的废弃和两税法的实行为分界�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呈现

出前后两个时期的鲜明特点。唐前期的租庸调制继承并总结了北魏隋朝以来的租调制�唐后期两税法
和多种工商业税的推行则全面开启了征收资产税的法制化新里程。唐代国家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总体
呈现出的由租庸调农业税为主向多元资产税并存的转化变动特点�对宋代以后的国家税收形态产生了
重大的影响�也体现了唐代社会乃至中古封建社会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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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Development of Tax System and Structure in the Tang Dynasty

LIU Yu-feng
（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�Shandong University�Jinan�Shandong�250100�China）

Abstract： The tax system and structure assumed distinct aspe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
Zu-Yong-Diao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Taxes System in780A．D．The Zu-Yong-Diao
System at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continued the Zu-Tiao System that had been carried out from
Bei Wei to the Sui Dynasty．The Two Taxes system and many industry-commerce taxes at the late period of
the Tang Dynasty opened a new mileage of imposing assets tax．The change in the state tax system and
struc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Zu-Yong-Diao farming tax to the coexistence of many assets taxes had
exerted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state tax modes since the Song Dynasty�which�in a way�reflected the eco-
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Tang society and even the entire feudal period of China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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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税收体系一般指政府通过立法所确立的各类税

种之间所形成的关系�这样的关系又决定着各类税
种在国家税收总额中的比例构成�即税收结构。随
着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形势的演变�有唐一代的税收
体系和税收结构多有发展变化�尤以中唐时期为剧
烈�并以德宗建中元年 （780年） 租庸调制的最终
废弃和两税法的全面实行为分界�形成前后两个时

期各具特色的体系与结构特点�直接影响了宋代以
后的国家税收形态�在中国封建税收史上具有承前
启后的历史地位。以学界关于唐代税收制度的丰硕
成果为基础�结合个人学习探索的一孔之见�概要
阐述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的发展变化情形�以
图从一个层面观察唐代社会乃至中古封建社会的前

后变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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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前期的税收体系和结构

唐前期按丁征收的租庸调农业税是最主要的税

种�长期支撑了国家财政。同时�按照土地和财产
征收的地税与户税�以及附加于租庸调、地税、户
税之上的多种附加税�也是重要税种。随着均田制
的逐渐瓦解�租庸调征收在国家税收总量中的比例
趋于下降�地税、户税和附加税的比例逐步提高�
税收结构发生了由税人为主向税地、税资产为主的
明显变化�为后来两税法的实行奠定了基础。以下
通过对唐前期主要税种实际变化情形的简要考察�
来予以具体阐述。

1∙租庸调农业税及其折纳形式　唐王朝建立
后�继续推行北朝隋代以来的均田制和租调制�授
予广大民户以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�① 使其从事耕
织生产�能够有能力负担国家赋役。同时推行严格
的计帐制度和户籍制度�“每一岁一造计帐�三年一
造户籍。县以籍成于州�州成于省�户部总而领
焉”� ［1］ （卷3 《尚书户部》�P65） 为均田民户建
立起详备的档案资料。通过这些制度�既可实现著
民于田�稳定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�又可适量
调节贫富分化�保障封建统治秩序。租庸调制是以
均田制为基础的赋税制度。它规定：“每丁岁入租粟
二石。调则随乡土所产�绫绢 各二丈�布加五分
之一。输绫绢 者�兼调绵三两；输布者�麻三斤。
凡丁�岁役二旬。若不役�则收其庸�每日三尺。
有事而加役者�旬有五日免其调�三旬则租调俱
免。” ［2］ （卷48 《食货志上》�P2088－2089） 又规
定�“水旱霜蝗耗十四者�免其租；桑麻尽者�免其
调；田耗十之六者�免租调；耗七者�课役俱免”。
［3］ （卷51 《食货志一》�P1343） 不过�租庸调制
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法律税制�在实行中又有其独
立性�并不完全依托和建基于均田制�并不取决于
每户和每丁实际授田是否足额�在没有复除、蠲免
情况下�只要是在籍均田课户�户内有成年男丁�
就要按照每丁每年相同的数额负担租庸调�被称为
丁租、丁调和丁庸�实际上是按丁征收而不计田产�
即计丁课税。执行统一的长期稳定的税收标准�仍
是人头税。这表明唐王朝依旧采取了通过分配一定
数量的国有土地以固着民户�并对民户实施超经济
剥削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�承继了北魏、北齐和
隋代以来的田制和税制。需要指出的是�租庸调制
以丁为单位征收而不计占有土地与财产的多少�造
成了税负的极端不合理。对此连唐人也不讳言�杜
佑即说租庸调制 “百姓供公上�计丁定庸调及租�
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�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”。
［4］ （卷7 《食货七·丁中》�P175）
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�根据各地物产情况和政府

具体需要�租庸调征收采取灵活变通、形式多样的
折纳制�遵循定量折纳和等价折纳的原则。江南地

区的丁租可折纳稻米�也可折纳布匹；河南、河北
不通水运之处�丁租可折纳绢或米、豆；关中地区
因为桑蚕很少�丁调可折纳米、粟；一些地方的丁
调还可折纳金银、铜铁、宝货、绫罗等；唐前期允
许盐业私营�私营生产者可以食盐或轻货折纳丁租。
《新唐书》卷54 《食货志四》载�“负海州岁免租为
盐二万斛以输司农�青、楚、海、沧、棣、杭、苏
等州�以盐价市轻货�亦输司农”�就是海盐私营生
产者将每年应交纳的丁租折成食盐或轻货而完税。
井盐私营生产者多以实物纳税�武周时陵州盐井就
实行税率为三分之一的分成税�即 “置灶煮盐�一
分入官�二分入百姓家”。 ［5］ （卷399 《盐井》条
引 《陵州图经》） 估计其他地区的井盐私营、池盐私
营也行实物税�所税多少也应是折纳丁租等；在官
营优先的前提下�唐前期也允许矿业私营�即所谓
“凡州界内�有出铜铁处�官未采者�听百姓私采”。
1［ ］ （卷30�州士曹司士参军职掌条） 为了保障国
家垄断铸币业�规定私营矿业所得铜、锡等铸币材
料�要由政府一手买断�不得私自买卖和拥有。除
此之外�唐政府对私营矿业还征收矿税－－－设冶监
官营处的私营矿业�向当地冶监交纳矿税；不设冶
监处的私营矿业�则向当地地方政府交纳矿税�也
可以矿产向当地地方政府折充课役。 ［6］ 盐税与矿
税的本质相同�都是租庸调的折纳形式�也都包含
在农业税中。玄宗开元九年 （721年） 之前�盐税、
矿税的征收已走上法制化的成熟轨道�政府制定了
专门的 “令”、 “式” 条文�规定 “诸州所造盐铁�
每年合有官课”。［7］ （卷88 《盐铁》�P1902） 盐税
的法制化征收延续到肃宗乾元元年 （758年） 推行
第五琦榷盐法�才由禁榷专卖制度代替了税收制度�
矿税征收则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以后�只是管理比
较混乱。

因地制宜的折纳形式多种多样�反映了租庸调
制的变通性和灵活性�但大体不改变纳税总量和折
纳总值�每丁负担的数额基本固定。租庸调及其折
纳形式是唐前期最主要的税收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
支柱�长期维系了唐王朝的财政命脉。但自高宗、
武周以后�土地兼并愈演愈烈�土地私有化趋势难
以遏止�国家掌握的授田土地越来越少�均田制到
玄宗朝已全面废坏�广大均田民户的土地被吞并�
纷纷逃亡或者成为贵族、官僚、地主的隐户�在籍
丁口大幅减少�租庸调征收日益困难�税额锐减�
财政地位急剧下降。安史之乱后�租庸调制徒存虚
名�毫无实际意义。德宗建中元年 （780年）�租庸
调制被唐政府最终废弃�代之以两税法�符合了土
地占有严重不均和社会财富极端分化的经济现实�
标志着我国赋税史上计丁征税从此基本结束�具有
划时代的历史意义。［8］（P64）

2∙地税和户税 　地税和户税是唐前期与租庸
调并行的另外两种国家税收�均属资产税�两税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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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后并入两税而不复独立存在。在实行过程中�
地税和户税的税制不断完善�税额不断增加�玄宗
后逐渐成为替代租庸调的主要财政收入�其税法税
则还直接为两税法所继承�实现了税收制度的延续。

地税以建立义仓为名创行于唐太宗贞观二年

（628年）�王公以下人户的所有垦田皆须交纳�规
定 “亩税二升�粟、麦、粳、稻�随土地所宜。宽
乡敛以所种�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。田耗十四者免
其半�耗十七者皆免之。商贾无田者�以其户为九
等�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。下下户及夷獠不取
焉。岁不登�则以赈民；或贷为种子�则至秋而
偿”� ［3］ （卷51 《食货志一》�P1344） 确立了税
法、税则以及蠲免事宜。高宗永徽二年 （651年）�
对地税制度做了改革－－－ “义仓据地收税�实是劳
烦。宜令率户出粟�上上户五石�余各有差”� ［2］
（卷49 《食货志下》�P2123） 把地税由按亩征收改
为按户等征收。到武周初年恢复为按亩征收。 ［9］
（P209） 玄宗朝继续征收地税�税制更加完善。 ［1］
（卷3 《尚书户部》仓部郎中员外郎条） 肃宗、代宗
时期�地税税率不断提高�税额大幅增加�并开始
分夏、秋两次征纳。 ［10］ （P194－195） 与租庸调
制不计授田是否足额�按丁征收统一的丁租不同�
地税按照王公以下每户实际耕田面积征税�显然有
其明显的合理性�也有调节贫富差距的积极意义。

地税以义仓为名�是赈灾专项粮储�武周以前�
“数十年间�义仓不许杂用”。 ［2］ （卷49 《食货志
下》�P2123） 中宗神龙前后�国家财政拮据�义仓
粮食不再用以救荒�而被挪用填充亏空�开始发挥
财政作用�地税制度性质发生了变化。玄宗朝�将
地税征收与租庸调征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�曾设
立了勾当租庸地税使专门负责�有时也派监察御史
分赴各地督促征收�地税被更广泛地用于财政支出�
并大量变造为米运往京师长安�成为一项重要税收。
《通典》卷6 《食货典·赋税下》载天宝年间天下计
帐�其中 “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”。当时全国
课丁820余万口�扣除各种折纳后�实际 “租粟则
七百二十余万石”�地税所得大大超过了丁租实际所
得。 《通典》卷12 《食货典·轻重》载天宝八年�
“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”�
其中 “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”�
占了65％以上。地税成了国家的主要税粮�其财政
地位日益重要。

户税亦创自唐初。高祖 “ （武德） 六年三月令：
‘天下户量其资产�定为三等。’至九年三月�诏：
‘天下户立三等�未尽升降�宜为九等。’” ［4］ （卷
6 《食货六·赋税下》�P106） 在编制户籍时一并确
定。户税就可能开征于此期�按照王公以下每户资
产的多寡交纳数量不同的资产税 （有时也折征实
物）�遵循以支定收的原则�并有大税、小税、别税
之别－－－ “凡天下诸州税钱�各有准常。三年一大
税�其率一百五十万贯；每年一小税�其率四十万
贯�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。每年又别税八十万
贯�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”� ［1］ （卷3 《尚

书户部》户部郎中员外郎条） 各有其财政用途。与
租庸调制相比�户税不分课户、非课户�也不分主
户、客户�王公以下的人户均要交纳�纳税面十分
宽泛�其中对工商业户的完税管理更为严格�严禁
工商业者勾结政府官吏以降低户等�少交户税。［7］
（卷85 《定户等第》�P1846）

玄宗开元年间户税已每年分两次征收�定额不
断扩大。天宝年间� “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
万�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”� ［4］ （卷6 《食货
六》�P110） 广泛地用于官俸等各类财政支出�特
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�财政地位日渐重要。
［11］ （P499－500） 安史之乱后�户税愈加受到重
视。大历四年 （769年） 正月�代宗敕令：“定天下
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�分为九等：上上户四千
文�上中户三千五百文�上下户三千文；中上户二
千五百文�中中户二千文�中下户一千五百文；下
上户一千文�下中户七百文�下下户五百文。其见
官�一品准上上户�九品准下下户�余品并准依此
户等税。若一户数处任官�亦每处依品纳官。其内
外官�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。其试及同正员文
武官�不在税限。其百姓有邸店、行铺及炉冶�应
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�依此税数勘责征纳。其寄
庄户�准旧例从八等户税�寄住户从九等户税�比
类百姓�事恐不均�宜各递加一等税。其诸色浮客
及权时寄住户等�无问有官无官�各所在为两等收
税。稍殷有者准八等户�余准九等户。如数处有庄
田�亦每处税。诸道将士庄田�既缘防御勤劳�不
可同百姓例�并一切从九等输税。” ［2］ （卷48 《食
货志上》�P2091－2092） 对户税制度做了改订和调
整�规定了官僚、百姓、工商业户、寄庄户、寄住
户、浮客及诸道将士的级差税额�完善了税法税则�
大幅提高了税率�进一步扩大了纳税面�户税总额
有了显著增长�其财政地位更加突出。户税不论主
客浮寄、以支定收的原则和每年两次征收的方法�
均直接为后来的两税法所继承。

3∙附加税 指附加于租庸调、地税、户税上的
税收�有脚钱、营窖、税草、加耗、裹束等�在唐
前期均形成为固定税制�但不是主要税种。脚钱
（亦称租庸脚直、脚直、脚价、租脚、车脚或运脚
等） 是各州租庸调和地税送纳配所以及运至两京所
需加纳的运输费�通常交纳铜钱�可按户配脚�也
可按丁支脚。［4］ （卷6 《食货六·赋税下》） 由于各
地路程的远近险易不同�中央度支虽然规定了脚钱
征收的基本数额�但具体征收各地有所不同。 ［1］
（卷3 《尚书户部》度支郎中员外郎条） 营窖税是为
了营建仓廪和保存粮食而附加于丁租、地税之上的
附加税�规定征藁、橛、 、苫等实物�［1］ （卷
19 《司农寺》太仓署令职掌条） 实际征收中�由于
实物不易运输�多折纳现钱。税草是地税的附加税�
始征于太宗贞观年间�同地税一样按照青苗簿每年
征收�百姓均田、寺田、观田均需交纳。京师长安
和东都洛阳五百里之内州县�不但有常税草供诸闲
厩马料�而且有别税草供皇帝临幸之用。两京五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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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之外的州县税草�纳于当地�供州县军事、邮驿、
运输等的草料支用�遵循按支定收的原则。加耗是
丁租、地税的附加税�大体遵循 “贮经三年�斛听
耗一升�五年以上二升” ［1］ （卷19 《司农寺》�
P375） 的加耗率�即有1％和2％的不同比率。裹束
是附加于庸调的包装费－－－ “诸庸调物……所须裹
束调度�折庸调充�随物输纳。” ［4］ （卷6 《食货
六·赋税下》） 征收这些附加税�唐王朝就征收了租
庸调、地税、户税的运输、保管、损耗费用�使得
租庸调、地税、户税成为了国家财政的净收入。

唐后期的税收体系和结构

唐后期的两税法舍弃按人征税的传统人头税�
全面开启了按土地和资产征税的历史新里程�并与
多种工商业税共同构成国家税收新体系�奠定了中
古封建社会后期国家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的新格局。
以下对唐后期的主要税种做简要考察�来予以具体
阐明。

1∙两税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 （780年）�为了适
应均田制、租庸调制全面废坏的经济形势�整顿安
史之乱以后全国税收的混乱局面�简化和统一税制�
保障中央政府获得充足的税收以维持王朝统治�在
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�以肃、代时期的税制变
革为基础�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系做出重大改革：
废弃计丁课税的租庸调制�继承和并入先前的地税
和户税�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�
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缴�税收总额分为留州、留使和
上供三部分�有中央和地方分成�是为两税法。

两税法的征税原则是 “户无主客�以见居为簿；
人无丁中�以贫富为差”� ［2］ （卷48 《食货志上》）
不再只按丁征税�也不再区分土户、客户或者课户、
不课户�一律按照每户田亩和资产的多寡征税�税
负较为合理�纳税面大大扩大。又规定 “行商者�
在 （所） 郡县税三十之一” ［2］ （卷48 《食货志
上》）�确定了工商业户的完税办法�进一步扩大了
纳税面。这些都从制度上保证了税收总额的增长�
初期即取得 “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�米四百万斛�
以供外；钱九百五十余万缗�米千六百余万斛�以
供京师” 的显著成效� ［3］ （卷52 《食货志二》�
P1351－1352） 使两税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要
财源。两税主要征收谷物和铜钱�均可视具体情况
变通折纳�“置两税使以总之�量出制入”�［3］ （卷
52 《食货志二》�P1351） 但两税不是中央直接税�
而是一种以州为计税单位的定额税�唐中央并不握
有独立完整的征税权�配税权和征税权均由地方政
府拥有� “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�
便为两税定额”� ［12］ （卷22 《均节赋税恤百姓》）
所以两税法在实行中存在制度上的缺陷�各地税额
轻重不均�并出现了加征、摊派、科配、纽配等附
加税�并不减轻广大纳税户的实际负担�相反在唐
后期日趋严重的钱重物轻形势下�税负不断加重。
但两税法的实施适应了社会经济巨变的发展要求�
适应了舍人税地的税制变革趋势�是对社会财富进

行再分配的财税制度改革�是 “适时之令典�拯弊
之良图”� ［4］ （卷7 《食货七·丁中》�P157） 在中
国古代经济史和税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�为宋代
后的税制改革理顺了头绪�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
的摊丁入亩均与唐代的两税法一脉相承。 ［13］
（P661）

2∙商　税 商税主要包括关市之征 （商品通过
税、交易税） 和对商人的苛捐杂税。唐前期 “凡关�
呵而不征”� ［1］ （卷6 《尚书刑部》司门郎中员外
郎条�P153） 没有商品通过税。商品交易税一般认
为始征于玄宗天宝九载 （750年）�按照2％的税率
征收除陌钱�实施得也较晚。 ［7］ （卷66 《太府
寺》） 总体而言�安史之乱以前�商税税种很少�不
是重要的税收项目。安史之乱后�为平叛救国�唐
王朝开始多方敛财。至德二载 （757年）�肃宗下
令：“其商贾�准令所在收税。” ［4］ （卷11 《食货
十一·杂税》�P244） 一举大开税商之门。上元年
间�肃宗又 “敕江淮堰埭商旅牵船过处�准斛斗纳
钱�谓之埭程”� ［4］ （卷11 《食货十一·杂税》末
尾注文�P250） 正式确立了商品通过税的税种。德
宗朝�商税制度趋于健全。建中三年 （782年） 九
月�采纳判度支赵赞之议�“于诸道津要�置吏税商
货�每贯税二十文�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 （之）�以
充常平本”。 ［2］ （卷12 《德宗纪》�P334） 按商人
所携商货价值的高低征收商品通过税�其中竹木茶
漆等被列为一类�10％收税�其他商货2％收税。
德宗朝还推行了赵赞的除陌法：“公私贸易�千钱旧
算二十�加为五十；物两相易者�约直为率”� ［3］
（卷52 《食货志》�P1353） 扩大了商品交易税的征
收范围�并将先前2％的税率提高到了5％。自此之
后�商税税收逐渐成熟�其财政地位有所提高。德
宗至宪宗时期�唐王朝开始征收外商税�即对外商
“纳舶脚”。 ［14］ （卷下） 晚唐时�外商税成为重要
的财政收入。僖宗乾符五年 （878年）�黄巢起义军
围攻广州城�左仆射于琮惊呼： “南海有市舶之利�
岁供珠玑�如令妖贼所有�国藏渐当废竭。” ［2］
（卷178 《郑畋传》�P4633） 一语道明当时外商税在
国家财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安史之乱后�地方政府也大肆税商�苛捐杂税
名目繁杂�多如牛毛�唐统治阶层自身对此也不讳
言。杜佑说安史之乱后�“诸道节度使、观察使多率
税商贾�以充军资杂用�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
易之处�计钱至一千以上者�皆以分数税之。” ［4］
（卷11 《食货十一·杂税》） 昭宗指出�“诸镇县节度
及诸津渡�访闻每年兴贩百姓�广有邀求�致令停
滞”。［15］ （卷92 《改元天复赦文》�P962） 后期商
人除交纳两税外�苛捐杂税也成为他们极其沉重的
负担。

3∙矿　税 如前已述�唐前期矿税以租庸调的
折纳形式而征收�在玄宗朝已步入法制化的成熟轨
道。安史之乱后�唐中央集权遭受重创�地方藩镇
纷纷抢占矿业之利�矿税征收经历了一段混乱时期。
为加强中央监管力度�建中元年 （780年） 九月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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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宗采纳户部侍郎、判度支韩洄的建议�诏授盐铁
使统管全国矿业�但并没有实行如同对盐业一样的
禁榷制度�征收矿税仍是对私营矿业的主要管理。
宪宗时�饶州乐平县银山 “每岁出银十余万两�收
税山银七千两”。［16］ （卷28 《江南道四》） 文宗开
成元年 （836年）�唐中央做出让步�停止盐铁使对
全国矿业的统管�允许地方政府插手矿业�由州刺
史选派僚属具体负责�但要向中央交纳一定的矿利。
然而�各地方政府并不积极交纳�而是纷纷收利自
强�以致中央每年所得矿利仅七万缗�还跟不上一
县之茶税。［3］ （卷54 《食货志四》） 为改变这种状
况�宣宗下令盐铁使重新统管全国矿业�再次加强
管理�取得 “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�铜六十五万
五千斤�铅十一万四千斤�锡万七千斤�铁五十三
万二千斤” ［3］ （卷54 《食货志四》） 的成效。后来
中央威权江河日下�地方势力急剧膨胀�盐铁使对
全国矿业的管理形同虚设�矿业之利落入地方政府
手中。

4∙酒　税 有关史料表明�代宗广德二年
（764年） 之前�唐王朝基本采取了允许私营酒业自
由发展的政策�对私营酿酒不课不税。广德二年十
二月�代宗下诏推行不完全的榷酒制度�垄断酿酒
之利�改变了唐前期的酒业政策。大历十四年 （779
年） 五月德宗即位后�为显示新政�曾一度停罢代
宗之制。但到建中三年 （782年） 初�为筹措削藩
军费反又实行了完全的榷酒政策�后到兴元元年
（784年） 正月停废。德宗贞元二年 （786年） 以后�
唐王朝制定推行了一种要么由地方政府向治内两税

户征收榷酒钱；要么由地方政府独置官店垄断酒利�
禁止两法并用的酒业新政策�并大致延续以至唐亡。
［17］ （P168－176）
由政府独置官店垄断酒利 （官酤制）�显然是榷

酒之制。征收榷酒钱虽以 “榷酒” 为名�却并不是
榷酒制度的一种形式�而是一种酒税制度。这只要
考察一下榷酒钱的征收方式便可明了。反映榷酒钱
征收方式的典型史料有多条：（1） 元和十四年 （819
年） 七月�湖州刺史李应奏罢官酤制�改行榷酒钱
制�说：“伏望许令百姓自取酤�登旧额�仍许入两
税�随贯均出�依旧例折纳轻货送上都。” 宪宗许
之。［18］ （卷504 《邦计部·榷酤》） （2） 元和十五
年 （820年）�元稹建议全国皆行榷酒钱制�说：
“今请天下州府榷酒钱�一切据贯配入两税�仍取两
贯已上户均配�两贯以下户不在配限。” ［15］ （卷
651元稹 《中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》�P6610） （3）
文宗太和五年 （831年） 六月�江西观察使裴谊言
及榷酒钱的征收�有云：“旧例百姓酝造�其钱依前
例�随百姓两税贯头均纳�当管洪州停官店酤酒�
其钱已据数均配讫。” ［18］ （卷504 《邦计部·榷
酤》�P6043） （4） 太和五年 （831年）�文宗以谏议
大夫王彦威充任勘定淄青两税使�令其 “与令狐楚
等审商量�其两税、榷酒及征物匹数�虚实估价�
并留州、留使、上供等钱物斛斗�比类诸道�一一
开项分析�平均摊配�立一定额�使人知常数�不

可加减” ［15］ （卷72文宗 《令王彦威勘定郓曹等州
税务诏》�P756） （5） 僖宗 《乾符二年南郊赦》规
定京兆府 “逃亡人户产业田地未有人承佃者�其随
田地苗税、除陌、榷酒钱及斛斗等�并权放三年”。
［19］ （卷72） 由这些史料可以看出�榷酒钱的征收
方式是朝廷授权地方政府将实行榷酒制�或者实行
官酤制时某年所得的酒利钱额�确立为榷酒钱制下
每年要征收的酒利总额�并依据治内两税户每户所
纳两税钱或青苗钱贯数的多少�按一定比例均配。
显然�榷酒钱征收借用了两税法的税法税则�虽以
榷酒为名�但实是凭政治强权进行摊征的一项固定
税收�表面上似是一种附加税�实则具有独立性。
榷酒钱成为有唐一代的主要酒税�在国家财政中占
有一席之地。德宗时�陆贽在 《论缘边守备事宜状》
中说： “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�兼有司榷盐税酒之
利�总其所入�半以事边。” ［15］ （P4839）

5∙茶　税 如前所述�德宗建中三年 （782年）
九月�把茶叶与竹、木、漆等商货列为一类�按总
价值的10％征收商品通过税�正式出台了税茶之
制。但茶税只是商品通过税的一种�还不是独立税
种�而且此次税茶的时间有限�兴元元年 （784年）
正月�德宗颁 《奉天改兴元元年赦》�罢 “垫陌及税
间架、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”� ［3］ （卷54 《食
货志四》�P381－382） 前后仅有1年有余。

茶税成为独立税种并由盐铁使兼管始于德宗贞

元九年 （793年） 正月。该年�盐铁使张滂 “奏立
税茶法。郡国有茶山�及商贾以茶为利者�委院司
分置诸场�立三等时估为价�为什一之税”� ［7］
（卷87 《转运盐铁总叙》） 专门设立茶税�有盐铁使
所属院司 （巡院） 设置税场�按品质优劣将茶叶分
为三等时价�按总价值的10％收税�再由盐铁使总
其大成�全额移交户部司收贮。 ［20］ （卷234贞元
十年五月条�P7559） 贞元九年后�茶税 “税无虚
岁”�一般岁入四五十万贯�成为中央户部司的主要
财源。后来�许多地方州府在盐铁使院司之外�自
行设立茶店征收茶税�以中饱私囊�造成了茶税征
收的混乱。元和十三年 （818年） 三月�宪宗采纳
盐铁使程异之议�诏罢地方州府所设茶店�维护盐
铁使对茶税的征收专权�保证利归中央。 ［7］ （卷
87 《盐铁》�P1903） 穆宗即位后�财政艰窘�对茶
税征收作出重大调整。史载： “穆宗即位�两镇用
兵�帑藏空虚�禁中起百尺楼�费不可胜计。盐铁
使王播图宠以自幸�乃增天下茶税�率百钱增五十。
江淮、浙东西、岭南、福建、荆襄茶�播自领之�
两川以户部领之。” ［3］ （卷54 《食货志四》） 将茶
税税率由先前的10％提高到15％�并将茶税征收事
务划分为东西两大区�分别由盐铁使和户部司负责�
改变了先前由盐铁使统管的征管体制。文宗开成元
年 （836年）�“以茶务委州县”� ［15］ （卷759卢商
《请增加盐额奏》） 将茶税征收权交由地方政府掌领。
后来随着中央集权的衰弱�茶税之利完全被地方政
府所有。

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前后两个时期的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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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情形大抵如上所述。概要而言�唐前期的租庸
调制继承并总结了北魏隋朝以来的租调制�唐后期
租庸调制的被废除基本终结了计丁课税的人头税征

收办法�两税法和多种工商业税的推行则全面开启
了征收资产税的法制化新里程�国家税收结构总体
呈现出由租庸调农业税为主向多元资产税并存的转

化变动特点。唐代税收体系和税收结构的发展变化�
不仅仅是国家税制本身的变化�不仅仅体现了政府
根据国情变化对税制的主动调整和改革�从根本上
说�是土地占有和社会财富占有变化以及商品货币
经济发展对国家税制的必然要求�有着深刻的社会
经济变动的深层原因。也可以说�唐代税收体系和
税收结构的发展变化所反映和体现的正是以土地所

有变化为核心的社会财富占有的变化�其中租庸调
制的废弃和两税法的实行说明推行 “惟以资产为宗�
不以丁身为本” ［12］ （卷22 《均节赋税恤百姓》） 的
国家税收制度已是大势所趋�说明国家承认土地私
有合法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�土地开始作为资
产征税�而不再作为固着人丁的物质载体而征税�
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；工商业税的法制化建设则反映
体现了唐代商品货币经济的不断增长�表明社会经
济出现了新的增长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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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等部门密切合作�共同抓好民族文化、艺术保
护与开发的整体塑造。面临各民族老艺术家相继谢
世、后继乏人的状况�为传承民族民间文化�应加
紧采取措施�如建立民间文化资料库、设立保护区
等�积极开展抢救和保护工作。

5∙大力发展文化产业　为推进建设民族文化大
省的进程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�实现民族文
化与国际接轨�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�与时俱进�
开拓创新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。

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群众

生活水平的提高�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需求日益
丰富�一轮接一轮的文化时尚迅速转换�各种不同
层次的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

强烈要求�那种文化和经济截然分开的观念已显示
出明显的局限性�急需建立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
运作模式。

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及我国加入世

贸组织后所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�迫切需要大力
发展文化生产力和文化产业�实现文化由 “事业模
式” 向 “产业模式” 的转变。云南的民族文化资源
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无形资产�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种
特殊的文化产业。因此�要依据民族文化资源的突

出特色�做大做强旅游支柱产业�扩大文博产业、
花卉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对外开放�形成民族文化产
业走向世界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力量。

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过程中�要一手抓繁荣�一
手抓管理�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�增强文化公益
事业自身的发展活力�并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
大报告中要求的 “四个扶持” 精神�发展各类群众文
化。特别要注重抓好从社区－－－村寨开始的基层文化
建设�努力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素质�积极改善民族乡
村的经济状况。从实际基础出发抓好图书馆、文化
馆、文化站和文化活动室的建设�抓好 “千里边疆文
化长廊” 建设�开展科普兴文活动�让广大的村民参
与其中�受益其中。通过基层文化活动的开展�让先
进文化走进千家万户�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科学素养
和劳动素质。使文化教育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工作落
实到乡村基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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